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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从古至今的中国译论旅行 ①

———读《中国译学史》有感

陈源彦，李　萍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中国译学史》是鲜有的译学理论史学著作。作者陈富康将中国翻译史分为古代、晚清、民国和新中国建国
后四个时期进行叙述，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遴选当时有代表性的翻译家进行介绍和评述，为读者勾勒出中国译学

进程史的大致轮廓，同时，注重对各时期各翻译家其译论之间的关联进行介绍，“尽量显示史的连贯与动态发展”，如实

讲述，客观评论。《中国译学史》一书中收录的译论和作者对观点的评述都为读者提供了诸多具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建

议，以探译海之深浅。这些理论和经验对于从事翻译方向的研究者开展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具有指导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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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译学史》是鲜有的译学理论史学著作。作者陈
富康将中国翻译史分为古代、晚清、民国和新中国建国后

四个时期进行叙述。作者在引言中讲到：“译论（翻译理

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受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辩证规律

的支配”［１］；翻译实践的发展促进了翻译理论的产生和发

展”；“译论的深浅兴衰，取决于翻译实践对它的需要程

度”，先简述历史背景，后分析在该历史背景下翻译的特

色、侧重领域，以及各名家提出的具有该历史时期特点的

翻译理论，从而实现中国翻译学与中国历史的衔接。

１　中国古代的译论
先秦时期，“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翻译有了现实的

需要，但“人们最初的翻译活动是口头进行”，也就鲜有记

载成文的翻译理论。另外我认为，先秦译论少的另一个

原因是受孔子的影响，孔子持“翻译为小辩的轻视态度”，

或多或少地影响其他学识人士不去研究译论。

古代译论的贡献主要来自于佛经翻译。代表人物有

支谦、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玄奘等。

作者说道，早期的“译经史存在文、质两派”，这算是

中国翻译史上直译意译的对峙开端了吧。而支谦在翻译

佛经过程中，提出“循本旨”、“不加文饰”、“勿失阙义”等

观点，算是早期的直译说。道安在由胡译秦的佛经序文

的翻译上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用现代语概括来

说，就是反对颠倒原本词序，反对添词润文，反对删繁从

简，并认为这些译法不忠于原文。道安从宗教虔诚的角

度出发，强调忠于原文，唯恐失实，因此他在其译论中“坚

决反对削胡适秦，饰文灭质，求巧而失旨”。道安的第一

条是不现实的，只忠原文，不忠读者，不考虑汉语词序的

译本想必十分难懂。尽管如此，道安的“五失本”、“三不

易”对后世的翻译实践有重要影响。

与直译派道安不同，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他往往

不遵循原文的行文体制，而是采用经常变译的方法来译

佛经。安不通原语，翻译往往谨词慎字，唯恐疏漏了任何

一字，而什精通双语，在原语与目的语之间才能“游刃有

余”地放开胆子翻译，在通晓原本的基础上“或增或削，务

在达旨”。

而后的慧远在对道安和鸠摩罗什各自译论了解的基

础上提出了自己的阙中之论。他批评了僵硬的直译派和

盲目的意译派，强调佛经翻译的文和质，“两种译法都要

掌握一定尺寸”。他的译论给古代佛经翻译的“文质之

争”暂时画上了一个停歇符。

古代佛经译史中要提及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玄奘，

他在直译和意译上取得了圆满调和。玄奘提出了五不

翻，即音译，并对翻译工作进行了科学分工，包括译主、证

文、润文等，力求译文的准确、纯在和流畅。这是非常值

得后人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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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翻译高潮由欧洲传教士来华推动，这时西方

的科学文化随着宗教一起进入中国，中国在自然科学类

著作的翻译史由此开始［２］。由于中西方文化及思想的巨

大差异，翻译的信达问题成为了这一阶段译论的中心。

最开始，翻译家们讲究达意，“俗而雅、浅而显”即为好的

译书。其后随着译事经验的丰富，译者进而要求“兼通雅

俗”，并开始注重应用中国的“俗语常言”，追求地道的译

本。在这一翻译高潮中，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在西方

科技类著作的翻译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并称为“中国圣教

三柱石”。当时的翻译功用是向西方学习科技知识，因此

翻译思想的特点成为求知、求真理、抓急需和“裨益民

用”，为了中国的兴盛，强调了翻译工作的必要性和急

迫性。

２　晚清时代的译论
清王朝闭关自守的政策在帝国主义的枪炮下化为一

纸灰烬，西方的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中国［３］。林则徐、魏

源、冯桂芬等爱国人士一方面为了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技

术，一方面为了保国和民族振兴，将翻译的目的落在“制

敌”上。“师夷长技以制夷”，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出发，着

重翻译科技类和地理类的书籍，而对宗教类的书籍则不

那么关注了。在这一背景下，有关科技类著作的译论也

丰富起来，这推动了中国翻译史的发展。

傅兰雅系统地阐述了前人的译学主张，认为科技类

书籍的汉译并不难，指出中国“也可创造科技词汇”，这极

大增强了国人译书的信心，“倡导统一科技译名，制订了

译名的具体规则”，当时统一的许多译名沿袭至今，“论述

了翻译科技书的选择方法，以及中西译者如何配合”，为

符合现实的需要，“他强调原书要考虑新、紧用”。

维新派人士马建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林纾都为

翻译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马建忠将反抗外国欺侮作为

译书的首要目的，提议创办专门的“翻译书院”，并提出了

“善译”的标准，在意义上完全忠于原文，并使读者能拥有

“与读原文相同的感受”，这种观点类似于现代的目的对

等理论。翻译发展的领域方向是顺应历史潮流和现实需

要而变化的。在有名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也提出了

培养翻译人才的想法，侧重领域也转移到政治、法律及各

种学术书籍。梁启超指出“应尽量挑选国外最新出版的

原著”进行科技、制造类书籍的翻译，另外统一译名、培养

通双语、晓译论的翻译人才，成了译书的“首立三义”。

严复为中国的译论作出了杰出建树，最有名的就是

他的“信达雅”理论。“信达而外，求其尔雅”，由于后人对

信与达都没有什么疑义，在雅方面作者做出了一番评述，

雅这个标准是有必要的，但针对不同类的翻译作品雅的

要求不一样，“文学类的要求最高，哲学社科类的低一些，

科技、公文类的更低一些了”，另外，“有些文学作品中有

一些粗鄙、错乱甚至污秽的文句，是内容的需要，这些

‘丑’的描写正是为了塑造作品的‘美’，这是艺术辩证

法”。用这三个字来指导翻译是有普遍意义的，与其他维

新人士一样，严复同样将翻译的目的放在救国上。

林纾作为我国近代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大量翻

译了西方的文学小说。他“广译东西之书”，渴望通过小

说“启发民智”，将帝国主义的阴谋告于天下，也是出于救

国之需。他强调译者应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与原作中

的人物进行心灵交流。在翻译方法上，他指出尽管外文

某些内容我们不赞同，但在翻译中还是应该忠于原文，要

“存其文而不踵其事”，这也是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的。

章士钊就音译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论点：“译音只可用

于地名人名及新发明之物名，因无意义可求也。其他有

意义之名词，仍以译义为宜”，音义两译各有理，译者应根

据现实需要自行取舍，论述也就全面、科学了。关于译

名，章运用了符号学进行了探讨，指出文字只是思想的符

号，只是表象，“常有变迁”，这一论点颇为科学。

３　民国时期的译论
随着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译者们大量翻译引进

外文书籍，翻译事业的重要性自然不必多说。郑振铎针

对“文学书是否能译”探讨了翻译的可能性问题。他认

为，文学书绝对能译，他指出，“思想完全能译，艺术的美

充分能译”，“文学上的风格是表达的代名词，文学中的表

达是将思想翻译成文字；由于人类的思想具有共通性，因

而风格是可以在各种语言中移转的”。朱自清就译诗谈

到，诗歌的可译性和价值关键要看译成的语言是否能够

增加意境，带来“新的语感、新的诗体、新的句式、新的隐

喻”。闻一多提出“以诗译诗”，只要“意旨未失”，译者

“可以多点自由权”。成仿吾认为，“理想的译诗，首先应

是诗，应传达原诗的情绪、内容，取原诗的形式”。

这一时期中，鲁迅为译学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首

先，他讨论了翻译的目的和宗旨。当时他的翻译书籍文

章多为科学的文艺理论和革命的文学作品，作为读者言

行的指南针。并且，他还赞成翻译各种作品，无论是来自

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做到“知己知彼”，尽量多多了解

外国的精神生活，避免“变成精神上的聋和哑”。鲁迅的

直译观对中国译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发了许多争论。

作者对其直译观作了全面客观地论述，而鲁迅自己对过

度重视直译会产生的死译以及自己因能力不足而致使其

译文中的生硬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抛砖引玉，欢迎更好

的译文替代之，这种观点其实是很科学的。鲁迅的“直

译”是针对当时部分译者为“炫学”而采用的“歪译”而

言，是包括“意译”在内的一种“正译”。当然，鲁迅还圈定

了直译针对的原文类别，即理论性书籍。当时还存在一

种“顺译”观点和“第一要件为达”的倾向，鲁迅指出，‘信

而不顺’至多让读者一开始有些看不懂，揣摩一番也许能

懂，这是句法结构的问题，而‘顺而不信’却可能产生误

导，这是文义出现偏差造成的，读者无论如何也看不懂

了，尤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在政治类译本中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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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译”很可能会犯政治性错误。另外，鲁迅还就翻译的

言语和句法进行了探讨。历史是发展的，文字应该也是

发展变化的。通过翻译来为中文增添新的词语和句法是

必然的。虽然刚开始读者会不甚习惯，但这样可以丰富

国语，“尽量输入”，“尽量吸收”，“可用的就传下去了”。

读民国的旧白话书籍，里面的许多句法令人费解，正是有

了这些引入的新句法才为白话文注入了活力，发展为今

天方便的白话。关于译论上的“归化”和“异化”（鲁迅称

“欧化”），鲁迅认为必须保留原文的洋气，作翻译时力求

译作内容易解，同时还应保存原作的“丰姿”。关于重译

（转译），鲁迅认为译者应该同时通晓目的语和源语，从而

从原著直接翻译，但局限于当时的客观因素，精通欧语的

译者少，从日译本来引入欧洲的著作的重译仍有必要，而

重译的优劣应该由译本的质量决定。关于复译，鲁迅认

为这不仅可以打击现下不负责的乱译，同时能将中国文

学带入一个新阶段。事实也证明如此。鲁迅十分重视翻

译批评建设，并虚心接受他人对自己译作的批评。他鼓

励奖励好的译作，指出坏的译作，以及坏译作中较好的部

分，但没有提及对坏译作进行修改或给出明确建议。

此外，朱文振还提到了一般人所忽视的问题，那就是

在翻译中标点符号的处理，译者应“适应环境”，不能盲目

照搬标点符号。

４　新中国成立后的译论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译论的发展也成为学术焦

点之一。这时译界的关注点在于追求更高质量的译本，

因此译者对于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的重视度与日俱

增［４］。董秋斯开始强调译论建设的重要性，大力倡导开

展翻译批评，建设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为翻译批评确定

标准、提供依据。他呼吁译者们不仅要进行中肯的批评，

还应就坏译提出适当的解决办法，从实际上推进翻译工

作。矛盾的报告为建国后的文学翻译提出了重量级的见

解。几位国家领导人就翻译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足以

证明翻译事业对中国建设发展的重要性。傅雷说，文学

作品的翻译工作要“重神似不重形似”，传神达意远比按

照原文词法句法拼凑要重要得多，但同时他也表示并非

不管原文的句法，但对原文句法的保留的前提是要确保

译文“不失为中文”。

这一阶段的译论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大多数译

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注意用哲

学的方法论来进行翻译分析。二是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

经验和理论得到总结和发扬。这是具有明显时代特

色的。

到了后期，对于美学的研究开始引入翻译研究中，从

更高的层次追求“局部美和整体美的统一，形似和神似的

统一，文字美和音韵美的统一”［５］。其后中国的四化建设

加大了对科技翻译理论探讨的重视程度。随着时代的发

展，口译、同声传译、机器翻译相关的译论也进入译界的

研究日程。译学界正式提出建立“翻译学”这一科学

专题。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对中国译学史进行了梳理，广泛

介绍了中国名译家及其译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客观评述。

这些理论和经验对于从事翻译方向的研究者开展翻译理

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具有指导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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